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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回應內容、形式、媒體選擇、 
發言層級相對重要性之研究： 
企業公關人員觀點

劉千祥、姚惠忠

摘要

本研究以台灣500大企業公關人員為調查對象，藉由層級分析法

（AHP）探討在三種危機類型下，影響危機溝通效果各因素及因子之重

要性排序。研究主要發現包括：（1）危機回應內容比回應形式、媒體

選擇、發言層級都要來的重要。（2）合理化是危機管理者較偏愛的回應

內容。（3）以回應形式而言，在受害者、意外型危機中，即時回應最重

要；而在可預防型危機中，主動回應才是最重要的。（4）台灣企業危機

管理人員認為，「電視」媒體是最重要的傳播管道。（5）危機類型會干擾

從業人員對危機溝通策略因素，以及回應形式、媒體選擇因子的排序選

擇。文末探討本研究發現對危機溝通理論與實務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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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Response Content, 
Response Form, Media Selection, and 
Spokesperson Level in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 Viewpoints of Public Relations Professionals

Chieng-Shang LIU, Hui-Chung YAO

Abstract

This study queries public relations professionals in Taiwan’s top 500 

companies. We adopted a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o investigate the 

sequential importance of all factors and sub-factors that influence crisis 

communication in three types of crisi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response content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response form, media selection, and 

spokesperson level; (2) the crisis managers preferred the justification strategy; 

(3) regarding response, timeliness was the key sub-factor in victim and accident 

crises. However, activenes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sub-factor in preventable 

crises; (4) Taiwan’s crisis managers stated that television was the key media 

channel that should be adopted; (5) the type of crisis had moderating effects on 

the factor ratings of crisi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d on the sub-factors of 

both response forms and media selecti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for crisis communication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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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目的

危機是不可預期的事件，它將擾亂組織正常運作、威脅組織聲

譽，更可能因組織、企業的處理失當而造成負面的影響效果（Coombs, 

2015），儘管危機事件充滿不確定性而令人無所適從，但組織仍需做出

適當回應，以降低危機衝擊（Ulmer, Seeger, & Sellnow, 2007）。

危機回應涉及誰來說、說什麼、如何說以及透過什麼媒體來說。

既有文獻廣泛探討不同發言層級、回應內容以及何種媒體，能產生較

佳的危機溝通效果（Benoit, 1997; Bradford & Garrett, 1995; Coombs, 

2007; Coombs & Holladay, 2009; Schultz, Utz, & Goritz, 2011; Turk, Jin, 

Stewart, Kim, & Hipple, 2012; Utz, Schultz, & Glocka, 2013; Wang & 

Wang, 2014）；也有學者關注危機回應形式與危機回應內容（黃懿慧，
2016；Huang, 2008）、媒體選擇與回應內容之間的相對重要性（Schultz 

et al., 2011）。但是針對「發言層級」、「回應內容」、「回應形式」、「媒體

選擇」重要性排序之探討卻付之闕如。為填補此一研究缺口，本研究擬

引消費者理論有關產品多屬性重要性排序之概念，利用層級分析法

（AHP），探究上列因素之相對重要性，期在現行危機傳播常用之分析

方法之外，提供另一研究方法以豐富研究取徑，同時對相關因素進行

權重分析，決定其重要性排序，進一步填補既有理論之缺口。

黃懿慧（2016, p. 142）指出：「危機類型是危機管理者制定組織危機

傳播策略時必不可少的考慮因素」。Coombs與Holladay（2002）以利害

關係人所感知的危機責任程度，將危機分為可預防型、意外型與受害

者型三個集群。黃懿慧（2016）的研究發現，危機傳播策略對溝通效果

的預測力，會隨危機責任歸因增加而減弱；危機回應形式對溝通效果

的預測力，會隨危機責任歸因增加而增強。因此，上述可能影響危機

溝通效果之因素的重要性，可能因危機類型而有所差異。為釐清不同

危機類型是否導致影響因素之排序，本研究也擬針對三種危機類型分

別探討影響危機溝通效果之因素的相對重要性，從而觀察危機管理人

員是否將因危機類型而有不同之回應選擇，以期增益權變理論在危機

溝通領域之應用。

此外，各影響因素都包含有各種因子選項，例如回應內容中有否

認、藉口、合理化、讓步等策略；回應形式有主動、即時、一致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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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傳播媒體有電視、報紙、臉書可供選擇；發言層級則有CEO、公

關部門、法律部門之區別。為了解在不同類型危機事件中，何種因子

能獲致較好之溝通效果，本研究也將分別探討各因子在不同危機類型

下的相對重要性，以期補充既有危機溝通理論之內涵。

既有危機溝通文獻，多以實驗法、內容分析法收集訊息接收者之

感知來測量危機溝通效果（Bradford & Garrett, 1995; Choi & Lin, 2009; 

Claeys, Cauberghe, & Vyncke, 2010; Coombs & Holladay, 2008）。但黃懿

慧（2016）強調：「在真實世界中，基於時間與經費限制，鮮少組織會根

據科學性的、用戶導向的研究結果來進行決策；相反，組織常常根據

危機管理者或處理者的思維方式進行危機回應，因此，瞭解危機管理

者的想法實有其必要性」。問題是，管理者的思維或想法有應然與實然

之別。Huang（2008）、黃懿慧（2016）是從危機管理者實然面角度進行

探索，實然與應然之間是否存在差異亦殊值探討。因此，本研究擬從

危機管理者應然面視角，探討他們對影響溝通效果各因素之重要性排

序的看法，並與既有實然面研究之文獻進行對話，以期詮釋危機溝通

理論與管理人員實際作為之落差現象，從而對危機溝通理論有所貢獻。

具體言之，本研究期望能在四個方面對危機傳播理論有所貢獻：

第一、引進消費者行為研究方法AHP，豐富危機傳播的研究取徑。第

二、有別於Huang（2008）、黃懿慧（2016）從管理人員實際經驗出發的

實然面角度，本研究運用實驗法，以模擬危機案例方式探詢危機管理

者應然面之看法，從而有助於觀察危機管理人員應然與實然之間的差

距。第三、檢視「回應內容」、「回應形式」、「媒體選擇」及「發言層級」

等影響危機溝通效果因素之相對重要性，填補既有之研究缺口。第

四、分別在不同危機類型下，比較因素構面內各因子的重要性排序，

與既有文獻對話，以期進一步了解危機類型對各因子排序之影響作用。

文獻回顧

危機回應內容

危機溝通文獻多以危機回應策略概括回應訊息內容（黃懿慧，2016；
Coombs, 2015; Huang, 2008; Lyu, 2012）。關於危機回應策略，學者有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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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分類方式（Fitzpatrick & Rubin, 1995; Siomkos, 1999; Ware & Linkugel,  

1973）。其中以Benoit（1997）提出的形象修護策略最廣泛被引用。Benoit

主要以個案研究法進行文本分析，其策略分類包括五大主策略及十四項

子策略，分別為（1）否認：單純否認（simple denial）、推給他人（shift the 

blame）；（2）推諉責任：受他人挑撥或煽動（provocation）、無力控制

（defeasibility）、純屬意外（accident）、動機良善（good intentions）；（3）降

低危機衝擊（educing offensiveness of event）：尋求支撐（bolstering）、淡化

傷害（minimization）、差異化（differentiation）、提高層次（transcendence）、反

擊對手（attack accuser）、給予補償（compensation）；（4）修正行動：復原

或預防（solve or prevent）；（5）後悔道歉。Benoit（1997）並提出各類策略

運用之指導原則。
Huang、Lin與Su（2005）以Benoit之分類為基礎，並參考其他文獻

加以整理後，針對台灣企業公關人員蒐集資料，以因素分析法，將危

機傳播策略歸納為五大類、十八項子策略：（1）否認：單純否認；（2）

藉口：受挑撥或煽動、無力控制、動機良善；（3）合理化：尋求支撐、

淡化傷害、扮演受害者、攻擊指控者、提高層次；（4）讓步：承認錯誤

與道歉、給予補償、修正行動、改變組織公共政策、提供指示性資

訊、提供適應性資訊；（5）分散注意力：形式上致意、建構新議題、差

異化。他們的分類強調管理者的實際處理危機經驗，屬於危機管理者

實然面的分類。其中的分散注意力首先被提出。
Coombs（2007）則認為無法窮盡所有策略類目，他以考量搭配危機

類型可用到的策略，提出基本（primary）與補充（supplemental）策略，

基本策略包括否認、止痛（diminish）及重建（rebuild），補充策略主要是

支持策略（包含提醒、逢迎與扮演受害者）。他強調補充策略通常不宜

單獨使用，必須搭配基本策略使用。Coombs所提出的情境式危機傳播

理論（SCCT）主張應按利害關係人所知覺的危機責任來選擇回應策略，

例如責任最輕的受害者型危機可以使用否認策略、責任適度的意外型

危機可以使用止痛策略、責任最重的可預型危機則應使用重建策略。
Hu與Pang（2016）針對中國大陸前20大公關公司之公關或危機 

管理人員進行訪談，發現「政治因素」（political power）、「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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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backgrounds）、「媒體本質」（media nature）、「公眾特質」（public 

idiosyncrasies）及「企業的不確定性」（companies’ problematic status）都

可能影響組織的回應策略，同時他們證實了「附著」（barnacle）、「第三

方背書」（third-party endorsement）及「建構新主題」（setting up new topics） 

三個公關策略在中國運用的普遍性。

文獻多主張採取順應的認錯道歉策略效果最佳（Bradford & Garrett, 

1995; Coombs & Holladay, 1996），但Coombs與Holladay（2008）指出，

道歉策略之所以經常勝出，是因為研究者將道歉策略與否認或藉口等

抗拒性策略，做不公平（unfair）之比較使然；此外Coombs與Holladay

（1996）發現組織所採納之回應策略與危機類型相稱者，會比不相稱者

產生較正面的聲譽評價。但Claeys et al.（2010）的研究結果卻發現相稱

與不相稱之間並無顯著差異。Claeys與Cauberghe（2014）為探詢其中差

異之原因，以受眾的涉入程度為干擾變項，研究發現涉入程度會影響

回應策略與危機類型是否相稱的溝通效果。Lyu（2012）之研究結果則顯

示無論危機責任輕重，合理化策略在華人社會中受到特別青睞。

綜上所述，危機回應策略的溝通效果仍未有定論。但多數文獻傾

向於SCCT之主張，即在危機責任較重的危機類型中應採用較順應型的

策略；在危機責任較輕的危機類型中應採用較抗拒型的策略。另外，

由於Huang et al.（2005）係以台灣企業公關人員為施測對象，並據此進

行危機策略分類，本研究欲探討危機管理人員應然面之看法，故擬引

用其分類以「否認」、「藉口」、「合理化」、「讓步」及「分散注意力」為回

應內容之因子，並提出假設如下：

假設1-1： 面對受害者型危機，危機管理人員認為最重要的回應內

容應是「否認」策略。

假設1-2： 面對意外型危機，危機管理人員認為最重要的回應內容

應是「合理化」策略。

假設1-3： 面對可預防型危機，危機管理人員認為最重要的回應內

容應是「讓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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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回應形式

除了回應策略之外，危機溝通研究還關切回應形式（crisis response 

form）。黃懿慧（2016）將「危機回應形式」定義為：「組織如何進行或執

行危機傳播策略」。有關危機回應形式的討論比較紛歧，有學者指出危

機溝通策略的原則如下：（1）儘速蒐集真相、（2）儘速公佈真相、（3）成

立危機處理小組、（4）慎選發言人、（5）盡快澄清負面報導、（6）尋求危

機策略聯盟、（7）不斷溝通，掌握議題建構的權力（吳宜蓁，2015）。也

有學者認為危機處理原則包括：（1）即時、（2）誠實、（3）負責、（4）展

現同情心、（5）訊息一致性、（6）和利害關係人直接溝通（姚惠忠，
2016）。以上主張係將即時（迅速）、主動、一致等回應形式皆列為危機

溝通或處理原則。

依上述原則內容與前節有關危機回應策略之文獻討論，本研究將

「危機回應策略」等同於「修辭 / 語藝策略」，並以「危機回應內容」稱

之。將「危機回應形式」視為「危機溝通原則」之一部分，著重組織是否

迅速、主動、一致地進行傳播，並以「危機回應形式」稱之。至於「危

機傳播策略」，本研究認為應包括傳播的內容、形式、媒體與發言層

級，故將「危機傳播策略」定義為：組織面對危機時，應該考慮或選擇

的傳播策略組合，包括回應內容、回應形式、媒體運用與發言層級之

抉擇。

既有研究指出，一個組織在危機事件中，如果能夠向公眾提供即

時、一致、積極主動的回應，那麼該組織受到的潛在傷害將大大降低

（Huang, 2008; Liu, Jin, & Austin, 2013）。Coombs（2006）指出，檢視危

機溝通與危機管理文獻，經常出現的三種形式課題是：快速、一致與

開放（open）的回應。Huang與Su（2009）回顧以往文獻亦指出，當組織

發生危機時，應採取「主動」（activeness）、「即時」（timeliness）且「一致」

（consistency）之回應，才有較佳之效果。本研究認為，主動揭露意謂組

織有勇氣面對問題、有誠意解決問題，與開放的態度有異曲同工之

妙，且危機溝通文獻探討主動性較開放性為多，因此本研究擬探討組

織回應的主動性，並依Huang（2008）、Huang與Su（2009）及黃懿慧

（2016）之主張，將回應形式定義為：組織是否即時、主動、一致性的

傳達危機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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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意謂冷漠、失控或隱瞞（Grunig, 1992），也會傷害公眾信任，

進而影響組織與公眾的關係（Ulmer, Sellnow, & Seeger, 2010）。
Williams、Bourgeois與Croyle（1993）指出，組織自願揭露自身的負面

信息，可降低利害關係人對組織危機責任的知覺；Claeys與Cauberghe

（2012）及Lee（2016）更指出，危機事件發生時，組織可以在媒體未報

導前，主動揭露資訊（steal thunder）來降低危機傷害；同時組織更可藉

由主動揭露來引導資訊方向，避免媒體對危機事件的過分渲染（Arpan 

& Pompper, 2003; Fennis & Stroebe, 2014）；此外，主動揭露危機信息，

亦能提升組織在公眾心目中的可信度，讓公眾認為組織有能力控制危

機事件（Arpan & Pompper, 2003; Arpan & Roskos-Ewoldsen, 2005），並

因此接受組織提出之信息，減少衝突發生（Huang, 2008）。

即時回應就是在適當的時間傳播組織信息，尤其是向利害關係人

傳達他們需求的信息和答案（Coombs, 2015）；Lukaszewski（1997）認

為，快速回應不僅能滿足資訊需求，還能形成「危機狀況在組織掌握 

之中」的認知；因為快速回應意謂組織重新取得因危機而失去的掌控

力，將有助於恢復他們對組織的信賴並保護組織的聲譽（Coombs, 

2006）；Sillince（2002）則提醒，當事件的狀態或外部環境更易變或不可

預測時，即時回應就變得更加重要。Huang（2008）亦指出，危機期間

由於利害關係人期待組織能夠提供危機事件相關資訊，並傾聽任何可

以回答他們問題的答案，因此即時的回應能夠填補因危機情境之威

脅、驚訝與急迫所產生的資訊缺口（information gap）。此外，Claeys與
Cauberghe（2012）更強調，除了溝通內容之外，揭露危機資訊時間的重

要性。因此，當組織發生過錯時，就應立即承認並向大眾說明，而不

是一味閃避、否認，否則將嚴重損害組織可信度及其形象（Benoit, 

1997）。 

一致性的回應，意在避免矛盾信息出現（Huang, 2008）；利害關係

人在判斷危機事件原因及其結果時，經常會採用一致性及獨特性的信

息（Schwarz, 2008）；許多研究指出，一致性的信息會增加組織的可信

度，並讓公眾認為組織是負責任的。相對而言，當組織所呈現目的、

說詞、或所提出的證據不一致時，將侵蝕或削弱組織信息可信度、減

少組織溝通優勢，威脅情況將因此加劇（Garvin,1996; Huang, 2008;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18).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4期（2018）

120

Huang & Su, 2009）；因此，組織進行危機溝通時，應避免不一致或錯

誤的說明（Benoit, 1997）。

綜上，本研究以「主動」、「即時」、「一致性」為危機回應形式之三

個因子，此外Huang（2008）及黃懿慧（2016）的實證結果均指出，三項

回應形式中，只有一致性對信任及關係承諾有顯著影響，基此，本研

究提出第二個研究假設：

假設2： 面對危機，與「主動」、「即時」相較，危機管理人員認為最

重要的回應形式應是「一致性」。

媒體選擇

危機事件之初，大部分公眾或利害關係人多處於資訊空白階段，

此時他們經常會利用媒體報導作為危機相關資訊的主要來源（Coombs, 

2015）。但隨著網路普及化，越來越多公眾藉由多樣化的傳播管道（網

路社交媒體）得知危機信息（Nijkrake, Gosselt, & Gutteling, 2015）。當危

機事件發生之時，公眾會希望獲得令人安心、減少緊張、或降低不確

定感的信息（Seeger, Sellnow, & Ulmer, 2003）；因此，媒體使用在危機

溝通中扮演非常重要的關鍵角色（Schultz et al., 2011）。
Nijkrake et al.（2015）指出，媒體處理新聞時，常會加入自身對危

機問題或解決之道的看法，或重新設定危機信息，並藉此傳遞給公

眾；媒體也有能力透過蓄意的事件報導，設定公眾討論的議程（Barnes, 

Hanson, Novilla, Meacham, Mclntyre, & Erickson, 2008）。但組織如果利

用線上新聞室（online newsrooms）、部落格或社交網路平台在線上直接

與利害關係人進行對話，將可繞過傳統媒體守門人，並傳播有利組織

立場的觀點（Chewning, 2015）。

有關媒體選擇的效果問題，Liu、Austin與 Jin（2011）指出，社交媒

體具有快速、直接提供信息及雙向溝通等特性，因此危機發生時，藉

由社交媒體進行信息傳遞，可能會獲得較佳的溝通效果；Schultz et 

al.（2011）的研究發現，在組織聲譽上，推特+部落格的效果優於報

紙；在行為意圖上，推特或推特+部落格的效果優於部落格或報紙；
Utz et al.（2013）也發現，透過社交媒體的危機溝通，會比線上報紙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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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較佳的組織聲譽；另外，在行為意圖上臉書優於線上報紙，能導致

較少的杯葛行動。

雖然許多研究均認為社交媒體具有良好溝通效果，但Seo、Kim與
Yang（2009）指出，公眾雖然第一時間由社交媒體獲得警訊，但還是有

部分公眾質疑它的真實性；因此他們會希望由傳統媒體獲得更多資訊

（Lachlan, Spence, & Lin, 2014）。此外，Utz et al.（2013）亦認為，相較

於社交媒體，報紙被認為是比較中立且具有可信度的媒體，因此仍有

多數公眾以報紙為主要信息來源，並更願意向他人傳播報紙上的信

息，進行所謂的二次危機傳播（secondary crisis communication）。

綜合以上文獻可知，媒體選擇所產生的危機溝通效果仍有紛歧。

按資策會2016Q2「台灣民眾媒體接觸與使用行為」調查報告顯示，台灣

民眾傳統媒體接觸率如下：電視84.3%、報紙43.6%、廣播32.8%，但

值得注意的是，廣播在各年齡層之接觸率均未達50%，而報紙之接觸

率除24歲以下未達50%外，其餘各年齡層均高於50%，其中25–54歲

更高達80%。另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2014年網路社群使用現

況分析」及「2015年下半年個人化社群於購物影響力分析」報告，臉書

為台灣地區民眾最常使用之社交媒體。因此，本研究以「電視」、「報

紙」及「臉書」為媒體選擇之因子選項。雖然多數研究均認為社交媒體

具有較佳的溝通效果，但殊值注意的是，Schultz et al.（2011）與Utz et 

al.（2013）的研究發現，是針對資訊接收者測試的結果，與本研究所探

討管理人員對各媒體平台「重要性」的排序，存在本質上的差異。黃懿

慧（2016）也指出，資訊接收者與資訊發布者對危機傳播管理中「成功」

的看法可能存在差異。為呼應此一研究需求，檢視資訊發布者的認知

是否與受眾效果一致，本研究提出第三個假設： 

假設3： 面對危機，與傳統媒體「電視」、「報紙」相較，危機管理人

員認為最重要的媒體應是「臉書」。

發言層級

發言人是組織的代表，他的主要任務在於（1）在媒體面前展現親和

力、（2）針對問題作有效回答、（3）明確提供危機信息、（4）處理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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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Coombs, 2015）。因此，組織應該依據其所面對的關鍵公眾來指

派適當的發言人（Smith, 2005）。Caponigro認為依據危機事件的特質及

其嚴重程度，可以分別由CEO、公關人員、指派熟悉產品的人員或法

務部門擔任發言人（姚惠忠，2016）。問題是，究竟誰擔任發言人能獲

致較佳之溝通效果？

企業執行長（CEO）是組織的最高領導人、組織形象的象徵（Grunig, 

1993）。聲譽管理文獻已經確認，CEO在危機或衝突中角色的重要性

（Fombrun, 1996; Griffin, 2008）。Rose（2008）指出，CEO與高層是企業

最權威與可信賴的溝通資產，他們的出現和溝通將展現企業對危機 

事件的重視程度。Ulmer et al.（2010）也提到，組織領導者對要履行危 

機情境的修辭義務，可能感到不自在，但領導者針對危機回應的 

重要性卻無可取代。Wang與Wang（2014）更指出，CEO與企業高層擔

任發言人的可信度與權威性是顯而易見的；Turk et al.（2012）的研究，

也證實了CEO出現在危機現場進行回應，所獲得的公眾態度與購買 

意圖，要比沒有CEO出現在危機現場，來得正面。Terek、Nikolic、
Vukonjanski、Gligorovic與 Jankovic（2015）更指出，為了增進組織績

效，企業除了應該關注現代媒體外，同時也應讓CEO多在媒體曝光。

以上研究結果均認為CEO出現在企業的危機回應場合中，可能對

危機溝通效果有正向影響。但Smith（2005）卻認為，危機發生時，CEO

可能不完全了解事件細節、而且其於螢幕前呈現的可信度可能也不如

專業發言人來的好，因此除非是重大事件，應儘量避免由CEO擔任發

言人。

實務上，Huang與Su（2009）指出，組織層級愈高者愈不願意進行

危機溝通。Wang與Wang（2014）也發現，由於外國品牌在華人市場，

多享有較佳的聲譽與品牌權益，這些形象資產可用來緩衝產品傷害危

機的負面衝擊。因此，相對於中國國內廠商，外國品牌或企業比較不

會使用高層發言人策略，他們更以內容分析法，檢視中國大陸2004–

2011年127件產品傷害危機，發現危機類型會影響組織的發言人策

略。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可預防型危機使用CEO或高層擔任發言人

的次數，是受害者型危機的3.24倍。但意外型危機與受害者型危機的

差異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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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CEO外，公關人員與法律人員是危機處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成

員，公關人員負責對外溝通，首要之務為坦誠、開放，然而法律人員

最在乎的卻是對外的說法是否成為法律控訴的證詞，因此強調謹慎、

勿多言，兩者之間經常產生衝突（Fitzpatrick & Rubin, 1995）。法務部門

為免於組織處於不利位置，較不願做出明確回應，經常使用較生硬之

法律或選擇性說明，較易與公眾產生隔閡；公關部門則傾向採取較開

放、明確的回應方式（Wilcox & Cameron, 2006）。但弔詭的是，法務部

門卻又經常在公關決策時，扮演關鍵角色，且相較於公關部門，他們

提出之建議更容易被企業領導者採用（Fitzpatrick, 1996; Fitzpatrick & 

Rubin, 1995）。綜上，既有研究多肯定CEO之溝通效果，因此，本研究

提出第四個研究假設：

假設4： 面對危機，與「公關人員」、「法律人員」相較，危機管理人

員認為最重要的發言層級應是「CEO」。

除了以上四個研究假設之外，本研究還要探討影響危機溝通效果

之各因素的重要性排序。既有文獻有比較媒體使用與回應內容者，如
Schultz et al.（2011）者，他們的研究發現媒體選擇比回應內容還要重

要。也有探討回應內容與回應形式的相對重要性者，如Huang（2008）、 

黃懿慧（2016），其結果都顯示回應形式比回應內容重要。但黃懿慧

（2016）指出：「資訊發布者會否過度輕視危機傳播策略？」為呼應此一

研究需求，並進一步探討危機傳播策略組合各因素之排序，本研究提

出研究問題如下： 

RQ1： 影響危機溝通的各因素：「回應內容」、「回應形式」、「媒體

選擇」與「發言層級」在企業公關人員心目中的相對重要性

為何？這些因素的排序是否因危機類型而有差異？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影響危機溝通效果各因素之相對重要性，需要借

助能夠進行因素間權重比較之分析方法。在行銷領域，有一種比較產

品各屬性相對重要性之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簡稱
AHP），該分析法主要應用在具有多項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上，是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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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多屬性相對重要性的系統分析方法，可以讓受測者經由產品各屬

性之成對比較，將質化數值轉化成權重量化數值，從而找出各屬性權

重的優勢度排序。因此本研究擬嘗試運用AHP來探討，同時為了令讀

者容易理解，以下有關AHP準則（criteria）及次準則（sub-criteria）之用

語，概以因素及因子稱之。

層級分析法

層級分析法（AHP）在多目標（multi-objective）或多準則（multi-criteria） 

的決策領域中，是一種簡單而又實用的方法（Saaty, 1980）。已廣泛運用

於教育行政、人管、土木建築、財經、企管、決策科學、工業管理、

行銷、資訊管理領域（張紹勳，2012）。它具有以下特點：（1）可建立模

式並能反映出人所具有的主觀與直覺；（2）它是可以同時考慮許多目的

之模式；（3）可以明確模糊環境的模式；（4）決策者可以容易地使用此

模式（陳耀茂，2011）。 

使用層級分析法進行分析時，必須先將目標問題做問題的描述，

再從中找出可能的影響因素並建立起層級關係，採用成對比較兩兩因

素之間的優劣程度，並依此建立成對比較矩陣，利用矩陣之特徵值與

特徵向量的計算，求得各屬性與方案之權重值，最後再透過綜合評判

的方式得到最終的方案排序，步驟如下：（1）研究問題描述：進行層級

分析時，對於問題應詳加瞭解分析，將可能影響問題之因素及因子均

納入問題中，同時決定問題的主要目標。（2）建立層級架構：在此一階

段，必須決定問題之各評估因素及因子並建立層級架構。由於人類無

法同時對7種以上的事務進行比較，因此每一層級的因素不宜超過7。

在最大因素數為7之情況下，可以進行合理比較並同時獲得較佳的一致

性。（3）建立成對比較矩陣：本研究依據Saaty提出的九點測量方法，

將測量尺度定為1–9分，因為Miller研究發現，人類無法同時對7 ± 2

種以上的事物進行比較，為避免混淆，Saaty採取九等尺度作為最高

限，將人類對於數值的區別能力，以「等強」、「稍強」、「頗強」、「極強」

和「絕強」等五個屬性加以區分（張紹勳，2012）。本研究AHP問卷評估

尺度意義及說明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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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AHP評估尺度意義及說明

評估尺度 定義 說明

1:1 同等重要
（equal importance）

兩個比較因素或因子的貢獻程度具同等重要性； 
「等強」（equally）

3:1 稍微重要
（weak importance）

經驗與判斷稍微傾向喜好某一因素或因子； 
「稍強」（moderately）

5:1 頗為重要
（essential importance）

經驗與判斷比較傾向喜好某一因素或因子； 
「頗強」（strongly）

7:1 極重要
（very strong importance）

實際顯示非常強烈傾向喜好某一因素或因子； 
「極強」（very strong）

9:1 絕對重要
（absolute importance）

有足夠證據肯定絕對喜好某一因素或因子； 
「絕強」（extremely）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張紹勳（2012）整理

（4）因素間成對比較並計算其特徵向量：本研究之成對比較，分為

以下二部分：第一部分是「因素間之相對重要性比較」，第二部分是「因

子間之相對重要性比較」。成對比較後，可計算出其特徵向量與特徵

值。（5）一致性檢驗與判斷：成對比較矩陣內之數值，為決策者依主觀

所下之判斷值，但由於判斷層級與因素眾多，使得決策者在兩兩比較

的判斷下較難達成前後的一致性。因此需對該數值進行一致性檢定，

並作成「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y index, C.I.） 及「一致性比例」

（consistency ratio, C.R.），檢查決策者回答所構成的成對比較矩陣是否

為一致性矩陣。當C.R. = 0表示前後判斷完全一致，Saaty（1980）建議

當C.I. ≤ 0.1時，為最佳可接受之誤差；而Saaty另外提出「隨機指標」

（random index, R.I.），用以求得一致性比例，當C.R. ≤ 0.1，代表該成

對量表具有一定程度的「信度」。

研究流程與架構

在使用層級分析法進行分析時，必須先將目標問題做問題的描

述，再從中找出可能的影響因素並建立起層級關係。本研究之目標設

定為「危機溝通效果：修護組織聲譽」，同時藉由文獻探討列出了影響

危機溝通效果的因素分別為「回應內容」、「回應形式」、「媒體選擇」及

「發言層級」，並於各因素之下又有相對應的評估因子，為了確保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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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之層級架構符合實務運作需求，須經由多位專家人士提供有用意

見，但集體開會方式需耗費大量成本與時間，故本研究採用修正式德

菲法，進行層級架構之確認。

修正式德菲法（modified delphi method）係由傳統德菲法修正而來，
Murry與Hammons（1995）指出，修正式德菲法的相關實施作法及統計

方式與傳統德菲法大致相同，保有原來德菲法的精神與優點，但將繁

複的問卷過程加以簡化，將原有第一回合開放式問卷調查，改以參考

文獻中相關研究結果，或研究者之規劃，亦或是專家訪談的方式取

代，直接發展出結構性（structural）問卷，作為第一回合的問卷調查。

如此使研究工作能順利進行，節省許多時間，讓參與研究的專家群立

即將注意力集中在研究主題上，省去對開放性問卷的臆測，並提高問

卷回收率，達到專家群一致性的共識。

另Delbecq、Van de Ven與Gustafson（1975）建議，德菲小組成員同

質性高者，成員數量應為15–30位；若為異質性的小組，成員數量則為
5–10位。因此本文進行專家學者選取時，包含了從事公關教學工作及

企業中實際從事公關工作人員，屬於異質性專家，故選取人數定為9人

（如表二）。

表二　本研究專家問卷成員

序號 專家代號 職稱 學歷 教學經歷 / 公關實務年資

01 專家A 大學教授 博士 10年以上

02 專家B 大學副教授 博士 10年以上

03 專家C 大學副教授 博士 10年以上

04 專家D 大學助理教授 博士 10年以上

05 專家E 長榮海運課長 大學 9年

06 專家F 日立華城專員 大學 3年

07 專家G 創世基金會經理 大學 5年

08 專家H 東展行銷經理 大學 2年

09 專家 I 中美和經理 碩士 10年以上

本研究請各專家對各因素、因子分別評分（1–10分），若總平均結

果「5.5」為中間答案，表示普通（沒有意見）。因此為了歸納專家學者們

的整體同意度，遂將平均等級結果限制在「7」以上，視為全體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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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共識，其同意度為70%；相對地，若是在各分段資料中低於70%

的項目，則將其歸納為專家學者未達成共識的項目。

經計算專家學者評斷之分數，各因素、因子之平均數均大於7，顯

示本研究之層級架構設計合宜，本研究據此確定AHP評估問卷架構及

內容。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分析整理，將層級目標訂為「危機溝通效

果」，其中包含「回應內容」、「回應形式」、「媒體選擇」及「發言層級」

等四項因素與14項因子，研究階層圖（架構）如圖一所示。

圖一 AHP分析之階層圖

危機溝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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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法操作

本研究實驗採單因子設計，操弄危機類型。以「A公司埋設於道路

旁之化學物品輸送管線，發生化學品外洩並引發爆炸，造成民眾10餘

人死亡，數十間民宅毀損」事件為刺激材料。三種危機類型則依據
SCCT之分類方法，依事件發生原因加以區別：可預防、意外與受害者

危機類型。

為確保受測者乃按照劇情與操弄內容，表達其知覺與看法，必須

進行劇情與危機類型檢測。各組問卷都各有兩題檢測題項，第一題檢

測受測者對「危機事件情境」的了解；第二題檢測「化學品外洩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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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弄是否成功。其中「危機事件情境」以「化學車翻覆引發爆炸」及「化

學品管線外洩引發爆炸」讓受測者勾選；「化學品外洩原因」，則包括

（1）可預防危機類型：「刪除管線汰換預算，以致管線嚴重腐蝕」、（2）

意外危機類型：「施工過程不慎」及（3）受害者危機類型：「強烈地震造

成管線破裂」三種。

正式施測之前，先針對52位大學生進行前測（受害者型17人、意

外型18人、可預防型17人），以確定操弄成功且題項能清楚表達問

題。前測樣本不納入研究分析，前測結果在「危機事件情境」，填答正

確率分別100%、94.4%及94.1%。在「化學品外洩原因」部分，填答正

確率分別94.1%、88.9%及94.1%。以上數據顯示劇情與危機類型操弄

獲得絕大多數受測者的成功識別，可進行後續正式實驗。

本研究以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根據《天下雜誌》2016年

公佈的台灣本土500大製造業，針對上述500大製造業之發言人、公共

關係事務經理為調查對象，以郵寄發放問卷，扣除部份企業屬同集團

且聯絡資訊相同，計郵寄問卷489份。受測者之問卷係隨機分派，每位

受測者只收到三種危機類型問卷中的一種。此外，在問卷郵寄之後，

研究者再撥打電話與受測者聯繫，如受測者願意填答問卷，則告知其

填答問卷的必要程序與注意事項，尤其是請受測者針對模擬危機事件

的情境回答相關問題，並請其詳細閱讀問卷內評估因素及因子說明（定

義）及填答範例，藉以減少受測者填答錯誤，以提高實驗效度。

問卷回收後，若受測者於「危機事件情境」勾選錯誤，或「化學品外

洩原因」勾選項目與操弄不符，均視為未通過操弄檢測，這些樣本不列

入統計分析。

資料分析

本研究問卷發放489份，回收112份，扣除填答不完整問卷及操弄

檢測未通過問卷後，有效問卷98份（受害者型30份、意外型33份、可

預防型35份），有效樣本率20%。

問卷回收後，利用Excel軟體，對於問卷題目所勾選的數字，計算

其幾何平均數，而後設定相關計算公式，透過各準則的成對比較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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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計算特徵向量、最大特徵值、一致性指標（C.I.）與一致性比率值

（C.R.）。本研究所有危機類型中各因素比較之C.I.及C.R.值均 < 0.1。

因素之成對比較結果

首先，本研究針對三個不同危機類型下，影響危機溝通效果的因

素之相對重要性進行分析，分析結果如表三。

表三顯示，在受害者型危機中，影響危機溝通效果各評估因素的

特徵向量值（權重），以「回應內容」（.45）最高，其次分別為「發言層級」

（.24）及「媒體選擇」（.16），最低則為「回應形式」（.15）。由此可知，評

估因素之重要性分別為「回應內容」>「發言層級」>「媒體選擇」>「回應

形式」。

表三　危機溝通效果各因素權重統計表

　 受害者型（N = 30） 意外型（N = 33） 可預防型（N = 35）

　 特徵向量 排序 特徵向量 排序 特徵向量 排序

回應內容 .45 1 .40 1 .41 1

回應形式 .15 4 .26 2 .23 3

媒體選擇 .16 3 .12 4 .12 4

發言層級 .24 2 .22 3 .24 2

　
λ max = 4.05

CI = .018

CR = .019

λ max = 4.19

CI = .065

CR = .072

λ max = 4.06

CI = .020

CR = .022

在意外型危機中，影響危機溝通效果各評估因素的特徵向量值，

以「回應內容」（.40）最高，其次分別為「回應形式」（.26）及「發言層級」

（.22），最低則為「媒體選擇」（.12）。是以，評估因素之重要性分別為

「回應內容」>「回應形式」>「發言層級」>「媒體選擇」。

在可預防型危機中，影響危機溝通效果各評估因素的特徵向量

值，以「回應內容」（.41）最高，其次為「發言層級」（.24）及「回應形式」

（.23），最低為「媒體選擇」（.12）。所以各因素之重要性為「回應內容」>

「發言層級」>「回應形式」>「媒體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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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回應內容」各因子之成對比較結果

評估「危機回應內容」各因子，對整體目標「危機溝通效果」之相對

重要性，分析結果如表四所示：

表四顯示，在所有危機類型中，危機回應內容各因子影響危機溝通

效果的特徵向量值，均是「合理化」最高，其次依序為「讓步」、「分散注

意力」及「藉口」，最低為「否認」（受害者型：.50、.19、.16、.10、.05；

意外型：.47、.18、.17、.11、.07；可預防型：.39、.26、.21、.08、.06）。

表四　回應內容各因子權重統計表

　 受害者型（N = 30） 意外型（N = 33） 可預防型（N = 35）

　 特徵向量 排序 特徵向量 排序 特徵向量 排序

否認 .05 5 .07 5 .06 5

藉口 .10 4 .11 4 .08 4

合理化 .50 1 .47 1 .39 1

讓步 .19 2 .18 2 .26 2

分散注意力 .16 3 .17 3 .21 3

　
λ max = 5.07

CI = .018
CR = .016

λ max = 5.12
CI = .029
CR = .026

λ max = 5.06
CI = .014
CR = .012

所以，無論是受害者型危機、意外型危機或可預防型危機，各因

子之相對重要性均為「合理化」>「讓步」>「分散注意力」>「藉口」>「否

認」。分析結果顯示假設1得到部分支持（僅假設1-2成立）。

「危機回應形式」各因子之成對比較結果

評估「危機回應形式」各因子，對整體目標「危機溝通效果」之相對

重要性，分析結果如表五所示：

表五顯示，在受害者型危機中，危機回應形式各因子影響危機溝

通效果之特徵向量值，依序為「即時」（.37）、「主動」（.34）及「一致性」

（.29）。所以，各因子之重要性為「即時」>「主動」>「一致性」。

在意外型危機中，危機回應形式各因子影響危機溝通效果之特徵

向量值，依序為「即時」（.43）、「一致性」（.29）及「主動」（.28）。由此

可知，各因子之重要性為「即時」>「一致性」>「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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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預防型危機中，危機回應形式各因子影響危機溝通效果之特

徵向量值，依序為「主動」（.43）、「即時」（.32）及「一致性」（.25）。所

以，各因子之重要性為「主動」>「即時」>「一致性」。分析結果顯示，

假設2不成立。

表五　回應形式各因子權重統計表

　 受害者型（N = 30） 意外型（N = 33） 可預防型（N = 35）

　 特徵向量 排序 特徵向量 排序 特徵向量 排序

主動 .34 2 .28 3 .43 1

即時 .37 1 .43 1 .32 2

一致性 .29 3 .29 2 .25 3

　
λ max = 3.00

CI = .000
CR = .001

λ max = 3.00
CI = .000
CR = .000

λ max = 3.09
CI = .045
CR = .078

「媒體選擇」各因子之成對比較結果

評估「媒體選擇」各因子，對整體目標「危機溝通效果」之相對重要

性，分析結果如表六所示。

表六　媒體選擇各因子權重統計表

　 受害者型（N = 30） 意外型（N = 33） 可預防型（N = 35）

　 特徵向量 排序 特徵向量 排序 特徵向量 排序

報紙 .17 3 .20 2 .20 3

電視 .65 1 .61 1 .58 1

臉書 .18 2 .19 3 .22 2

　
λ max = 3.14

CI = .072
CR = .080

λ max = 3.12
CI = .038
CR = .042

λ max = 3.01
CI = .005
CR = .005

表六顯示，在受害者型及可預防型類型中，媒體選擇各因子影響

危機溝通效果的特徵向量值，以「電視」最高，其次分別為「臉書」及「報

紙」（受害者型：.65、.18、.17；可預防型：.58、.22、.20），所以，在

受害者型及可預防型危機，媒體選擇各因子之重要性為「電視」>「臉書」
>「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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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外型危機中，媒體選擇各因子影響危機溝通效果的特徵向量

值，以「電視」（.61）最高，依次為「報紙」（.20）及「臉書」（.19），是以

各因子之重要性，為「電視」>「報紙」>「臉書」。分析結果顯示假設3不

成立。

「發言層級」各因子之成對比較結果

評估「發言層級」各因子，對整體目標「危機溝通效果」的相對重要

性，分析結果如表七所示。

表七　發言層級各因子權重統計表

　 受害者型（N = 30） 意外型（N = 33） 可預防型（N = 35）

　 特徵向量 排序 特徵向量 排序 特徵向量 排序

CEO .57 1 .48 1 .57 1

公關部門 .31 2 .35 2 .29 2

法務部門 .12 3 .17 3 .14 3

　

λ max = 3.00

CI = .001

CR = .002

λ max = 3.00

CI = .000

CR = .000

λ max = 3.10

CI = .050

CR = .085

表七顯示，在所有危機類型中，發言層級各因子影響危機溝通效

果的特徵向量值，均以「CEO」最高，其次為「公關部門」，最低為「法

務部門」（受害者型：.57、.31、.12；意外型：.48、.35、.17；可預防

型：.57、.29、.14）。

所以，無論是受害者型危機、意外型危機或可預防型危機，發言

層級各因子之相對重要性均為「CEO」>「公關部門」>「法務部門」。分

析結果顯示，假設4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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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與討論

根據上節分析結果，本研究有一些結果呼應既有研究，也有若干

發現與既有文獻相異，茲討論如下： 

回應內容各因子權重之意義

首先，在「意外」型危機中，「合理化」策略之權重得分最高，顯示

危機管理人員在此類危機中，會優先使用「合理化」策略，此部分與既

有文獻一致，並未因研究對象或文化差異而有所不同。

其次，在「受害者」型危機中，「合理化」策略權重得分亦是最高，

此結果與既有研究（Bradford & Garrett, 1995; Coombs, 2007; Huang, 

2006）建議採抗拒型之「否認」策略有別；但卻與Lyu（2012）針對台灣金

車企業於三聚氰胺事件中，較常使用合理化策略之研究結果相似。本

研究認為造成差異的原因是策略分類不同所致，在Coombs（2007）的指

導原則中，受害者型危機可以採用「否認」、「扮演受害者」或「攻擊指控

者」等策略回應，而本研究依據Huang et al.（2005）之策略分類，「否認

策略」僅有單純否認（simple denial），同時將「扮演受害者」及「攻擊指

控者」歸屬於「合理化」策略，所以呈現受害者危機應該使用「合理化」

策略之結果。

而在「可預防型」危機中，企業公關人員仍以「合理化」策略為優先

考量，亦與既有文獻建議應採取「讓步」策略有別。就此，本研究認為

可能係文化差異所致：因為華人的溝通係以關係維持、培養為目的，

因此經常採用非直接溝通、較模糊之策略，以減少溝通之風險性，所

以合理化策略在華人社會中經常被使用、也受到特別關注（Huang, 

2006; Huang et al., 2005; Lyu, 2012）。

在各類型危機中，雖然危機管理人員偏愛「合理化」策略，但值得

注意的是，「合理化」的權重會隨著危機責任之加重而遞減（受害者型 

.50、意外型 .47、可預防型 .39），如圖二所示。換言之，「合理化」策

略的重要性，會隨著危機責任增加而遞減。此結果顯示危機管理人員

認為，隨著危機責任加重，應該適時選用其他策略（如「讓步」、「分散

注意力」），以達有效溝通。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18).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4期（2018）

134

圖二　回應內容各因子權重示意圖

在所有危機類型中，「讓步」策略之權重排序均是第二，但值得注

意的是，「讓步」策略之權重，在「可預防」型危機中高於其他類型危機

（可預防 .26、受害者 .19、意外 .18），顯示危機管理人員認為，當組織

責任較重時，也更關注「讓步」策略之運用。另外，「分散注意力」策略

在所有危機類型中，非屬主要選項，但其權重卻隨組織危機責任加重

而遞增（受害者 .16、意外 .17、可預防 .21），此結果顯示，隨著危機責

任加重，危機管理人員使用「分散注意力」策略的機會將隨之增加。

在所有危機類型中，回應內容各因子之權重排序均為「合理化」>

「讓步」>「分散注意力」>「藉口」>「否認」，顯示危機管理人員並未因危

機類型，而有不同之回應內容選擇。因此，危機類型未對回應內容造

成干擾效果。

回應形式各因子權重之意義

在「受害者型」及「意外型」危機中，「即時」回應都獲得最高權重得

分，如圖三所示。顯示危機管理人員認為，在此類責任較輕的危機

中，組織只要即時告訴公眾事件始末並提供必要的信息，讓公眾認為

組織能有效掌控危機事件，即能減少危機事件之威脅。此結果與黃懿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18).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35

危機回應內容、形式、媒體選擇、發言層級相對重要性之研究

慧（2016）：外部－蓄意型危機（危機責任中等，類似本研究的意外型危

機）中，即時在相互控制、信任與關係滿意上，都有顯著效果的發現相

近。

圖三　回應形式各因子權重示意圖

在「可預防型」危機中，受測者則認為「主動」回應是最重要的，此

亦呼應Claeys與Cauberghe（2012）研究，當組織面對責任較重或被完全

歸責之危機事件，應該在媒體或利害關係人知曉危機事件前，主動告

知壞消息（steal thunder）、揭露相關資料，以展現負責態度，可以產生

與道歉策略類似之溝通效果。但與黃懿慧（2016）的發現卻大相逕庭，

他的研究發現一致性在各關係結果變項皆有顯著影響作用。此一差異

顯示：危機管理人員雖然認為在可預防型危機中應關注主動的回應形

式，但在實際應對危機時，卻可能因為封閉的組織文化或組織高層之

僥倖心理而限制了公關部門之專業判斷所致。

由圖三亦可發現，回應形式各因子之權重排序因危機類型差異，

而有不同之折線表現，顯示危機類型對回應形式造成一定之干擾效

果，亦即危機管理人員因危機類型不同，將採取不同之回應形式。

媒體選擇各因子權重之意義

至於媒體選擇部分，在所有危機類型中，「電視」均獲得最高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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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顯示企業公關人員認為，「電視」媒體是最重要的傳播管道，此

結果與Coombs與Holladay（2009）、Schultz et al.（2011）及Utz et al.

（2013）之研究均呈現不同結果，何以致之？原因可能包括：第一，
Schultz et al.（2011）及Utz et al.（2013）研究均指出，社交媒體之溝通效

果優於傳統媒體；然本研究結果卻是類屬於傳統媒體之「電視」的重要

性大於社交媒體之「臉書」。本研究認為差異源自於受測對象不同：既

有研究之樣本來自線上網友，探討資訊接收者對媒體的評價；而本研

究之受測對象為實際從事危機管理工作人員，分析的是資訊發布者對

媒體選擇的偏好。此一差異顯示，公關人員與受眾對媒體效果的看法

存在分歧，此一現象究竟是公關人員不熟悉社交媒體操作技巧而迴

避、或是低估社交媒體效果？殊值公關人員關注；第二，既有研究只

以報紙為比較對象，未將「電視」納入比較，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第三，Coombs與Holladay（2009）研究顯示，使用視覺媒體與印刷

（print）媒體進行危機溝通，效果並無顯著差異；但本研究結果：電視

（視覺媒體）的重要性明顯高於報紙（印刷媒體）。此一差異，本研究認

為概因電視是台灣地區民眾接觸率最高之媒體，且台灣電視新聞已是
24小時的滾動式轉播，自然成為民眾最易接收各項信息的主要來源。

此外，相較報紙之靜態文字，電視呈現了聲音、影像，組織傳播之信

息，更易加深公眾印象。因此，基於媒體效能考量，台灣危機管理人

員選擇「電視」為主要信息傳播管道，自屬合理。

社交媒體越來越受到重視，何以「臉書」未獲危機管理人員青睞？

本研究進一步採訪臉書排序較後的受測者，他們表示：第一，「臉書」

在訊息普及面仍嫌不足，因為利用「臉書」發布信息，只有企業的粉絲

團及好友能即時收到，一般公眾如未經轉傳，無法得知相關信息；且

「臉書」觸及對象為使用電腦、平板或手機瀏覽訊息之公眾，無法全面

觸及所有公眾；第二，「臉書」用戶接收各項信息，如非關注之議題，

該信息可能被視為垃圾資訊，一點即過，無法達到信息傳播效果。

此外，本研究結果亦顯示，隨著組織危機責任加重，「電視」之重

要性遞減（受害者型 .65、意外型 .61、可預防型 .58），而「報紙」及「臉

書」之重要性則漸趨上升（報紙：.17 vs .20 vs .20、臉書：.18 vs .19 vs 

.22），如圖四所示。此結果顯示企業危機管理人員認為，隨著組織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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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加重，多元化媒體運用的需求遞增，組織更應該使用多元化媒體

進行危機傳播。另外，得注意的是，「報紙」和「臉書」在三種危機類型

之權重並未有太大之差距，經採訪將此兩種媒介評分相當的受測者，

他們表示：第一，危機管理人員每天都必須監測輿情，監測對象主要

是報紙、網路新聞與臉書地方社團。第二，較資深的危機公關人員有

根深蒂固的觀念，必須與媒體記者保持良好互動關係，這些關係多為

傳統媒體，在習以為常的工作中，危機管理人員仍將傳統媒體記者視

為重要的資訊來源與公關對象，在新媒體崛起之際，他們也不敢輕忽

傳統媒體的影響力。

圖四　媒體選擇各因子權重示意圖

圖四顯示，在所有類型危機中，「電視」權重均為第一，但「報紙」

及「臉書」之權重卻因危機類型產生排序差異，顯示危機類型對媒體選

擇具有部分之干擾效果。

回應層級各因子權重之意義

在三種危機類型中，「CEO」均獲得最高權重得分，亦即危機管理

人員均認為組織危機發生時，由CEO進行危機溝通，更容易得到較佳

之溝通效果，顯示危機管理人員咸認CEO是企業最重要的危機發言

人。此結果與Fombrun（1996）、Griffin（2008）的主張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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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也顯示，危機管理人員認為，無論何種危機類型，法務

部門出面回應的溝通效果最差，或許因為法務部門旨在避免企業遭受

法律控訴或鉅額賠償損失，經常使用較生硬之法律或選擇性說明，較

易與公眾產生隔閡之故（Wilcox & Cameron, 2006）。因此危機管理人員

主張：危機事件應避免由法務部門出面回應。

如圖五所示，在所有危機類型中，發言層級各因子之權重排序未

因危機類型不同而出現差異。換言之，危機類型未對發言層級造成干

擾效果。

圖五　發言層級各因子權重示意圖

影響危機溝通效果各因素之重要性結果

本研究探討不同危機類型下，企業公關人員對「危機回應內容」、

「危機回應形式」、「媒體使用」及「發言層級」的重要性排序，結果如下：

在各危機類型中，危機管理人員均認為「危機回應內容」是最重要

的。此結果與Huang（2008）、黃懿慧（2016）及Schultz et al.（2011）的

研究結果迥異。Huang（2008）與黃懿慧（2016）研究發現回應形式重於

回應內容，而本研究結果則相反。同樣的受測母體何以產生相反的結

果？本研究認為可能的原因有二：第一，施測方式不同。Huang（2008）

與黃懿慧（2016）是請受測者就其曾經處理之危機經驗，回憶「實際上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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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些甚麼？」屬於危機管理人員實然面的作為；本研究係虛構危機事

件，請受測者判斷在此情境下「應該怎麼做？」屬於危機管理人員應然

面之看法。

公關人員為何在應然面與實然面之間有此差距？黃懿慧（2016）指

出：「資訊發布者會否過度輕視危機傳播策略？」從本研究的結果觀

察，公關人員相當重視信息內容（危機傳播策略）的發布，但為何在實

際作為上重視危機回應形式、而輕視回應內容呢？本研究認為從組織

管理角度探討，Grunig（1992）曾強調決策桌上必須要有公關人員一席

之地，否則公關難以達成其所具有的管理功能。公關人員從其專業角

度出發，關注危機信息內容的重要性，應能理解。但若組織決策桌上

沒有公關人員位置，公關專業難以成為組織決策。另外從社會機制層

面分析，就算公關人員進入決策圈子，但若其所提意見未能被其他部

門採納、或高層不以為然時，公關人員又不能堅持專業意見、反而在

從眾心理作祟下隨波逐流，就會導致公關人員妥協、甚至聽命的局

面，因此呈現出實然與應然之落差。

第二，效果變項不同：Huang（2008）與黃懿慧（2016）以「組織與公

眾關係」為檢測溝通效果之指標，本研究則以組織聲譽為效果變項。研

究結果不同顯示：在維護組織聲譽上，回應內容的重要性高於回應形

式、媒體選擇與發言層級。
Schultz et al.（2011）之研究發現，媒體選擇比回應內容重要，也與

本研究結果大異其趣。究其原因乃因施測對象不同所致。Schultz等人

以線上留言板之網友為研究對象；本研究則以企業危機管理人員的視

角出發。不同對象產生不同結果，顯示企業危機管理人員與網友之認

知差異頗大，因此危機管理人員如何減少與公眾之認知差異，並進行

有效的溝通，將是一重要課題。

分析結果也顯示，在無責任之「受害者」型危機中，回應內容之權

重，相較應承擔責任之「意外」或「可預防」型危機之權重來的高，如圖

六所示。換言之，回應內容在無責任的危機類型中，比有責任之危機

類型中要來的重要，此一結果與黃懿慧（2016, p. 150）研究發現「危機

中組織所負的責任越大，危機傳播策略的解釋力就越小」，部分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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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危機溝通效果各因素權重示意圖

與此相對的是：回應形式之權重，在無責任之「受害者」型危機

中，比應擔責之「意外」或「可預防」型危機中之權重為低；亦即回應形

式在應負責任的危機類型中，比無責任之危機來的重要。此結果亦與

黃懿慧（2016, p. 150）「危機中組織所負的責任越大……，危機回應形

式的預測力越強」之發現相似。

各類型危機中，最低權重之因素還有些許差異。在「受害者型」危

機中，權重值最低的是「回應形式」，本研究認為，因企業在此類型危

機中不被歸責，因此管理人員認為應將重點置於「回應內容」，只要針

對事件「說清楚、講明白」即可獲得良好之溝通效果；而在「意外型」及

「可預防型」危機中，「媒體使用」是權重得分最低的因素。此一結果，

可能是危機管理人員認為，在有責任的危機類型中，危機信息發布應

該採用多元渠道，不應只局限於某一種媒體，因此呈現出媒體選擇的

重要性較低之結果。

在所有類型危機中，雖然「回應內容」權重均為第一，但「回應形

式」、「媒體選擇」及「發言層級」之權重卻因危機類型而有不同排序，顯

示危機類型對整體策略選擇仍有一定之干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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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類型干擾效果之意義

研究結果顯示，危機類型在危機溝通策略對危機溝通效果的影響

中具有部分干擾作用。此外，危機類型也會干擾從業人員對「回應形

式」、「媒體選擇」因子的選擇。

首先，就影響危機溝通效果的因素而言，「回應內容」、「回應形

式」、「媒體選擇」及「發言層級」等因素在各危機類型中的排序，「回應

內容」皆為第一，其餘因素之排序則因危機類型而產生變化：面對責任

比較確定之危機情境（受害者型及可預防型），排序第二的因素是「發言

層級」，但在責任相對較模糊之意外型危機，排序第二的因素則為「回

應形式」。之所以產生這樣的差異，本研究推論危機管理人員認為，面

對可預防型危機，CEO出面說明，可以展現組織解決問題的誠意與負

責的態度；面對受害者危機時，由CEO高層出面說明事件原委，應可

爭取社會大眾對組織的同情。至於責任較不明確的意外型危機，組織

主動、即時、一致性的回應形式，在釐清組織危機責任方面，比誰來

發言與溝通管道的選擇要來得重要。

其次，針對「回應形式」之因子部分，危機責任較重的可預防型危

機，「主動」排序第一；責任較輕之意外型或受害者型危機，排序第一

的因子則是「即時」。此結果顯示，危機管理人員認為，面對責任較重

或被完全歸責之危機事件，組織應該在媒體或利害關係人知曉危機事

件前，主動揭露相關資料，可以展現勇於承擔的負責態度、以降低危

機的傷害程度（Claeys & Cauberghe, 2012; Lee, 2016）。至於責任較輕的

危機，危機管理人員旨在迅速釐清責任、避免外界過度責難，因此，

即時告訴公眾事件始末並提供必要的信息，比主動與一致性要來得重

要。

最後，有關「媒體選擇」之因子部分，三種危機類型均以「電視」排

序第一，但「報紙」及「臉書」則因責任明確與否而有不同排序，面對責

任比較確定之危機情境（受害者型及可預防型），「臉書」之排序均較「報

紙」為高，但在責任比較模糊之「意外型」危機，「報紙」之排序則比「臉

書」高，本研究推論，或因「報紙」相較「臉書」有較大之篇幅可資運用，

因此當責任尚待釐清時，危機管理人員更希望利用報紙做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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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貢獻與管理意涵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與結論，本研究在四個方面對危機傳播理論有

所貢獻。

第一，本研究援引消費者理論有關產品多屬性重要性排序之概

念，嘗試將新的研究工具運用於危機傳播領域，具有豐富危機傳播研

究取徑之功能。

其次，本研究整合危機傳播策略各因素，探討危機管理人員認為

在各種類型危機事件中，組織應該採用的傳播策略組合，並與現有理

論相互驗證、討論，不僅填補既有理論之研究缺口，也能增補危機傳

播理論之內涵。

再者，本研究從危機管理人員應然面視角出發，探索危機管理專

業人員在危機溝通過程中重視那些因素與因子，並與管理人員實際經

驗做比較，發現並討論若干應然與實然面之差距，應有助於危機傳播

理論之發展。

最後，本研究對權變理論的貢獻在於整合探討危機類型、危機傳

播策略組合、以及組織聲譽之關聯性。在主要因素方面，危機類型具

有一定之干擾效果，而在次要因子方面，危機類型對回應形式、媒體

使用均有部分干擾效果，本研究並進而與既有文獻對話，比較不同研

究對象間的看法差異，也有豐富既有危機傳播理論之作用。

另者，研究結果與發現對企業危機管理實務而言，也有以下幾點

意涵：

第一，危機回應內容、回應形式、媒體選擇的相對重要性會因為

危機溝通目標而異。總體而言，在修護組織聲譽的目標下，與「如何回

應（回應形式）」相比，危機管理者似乎更重視「回應什麼（回應內容）」。

但在維護組織與公眾關係的目標下，回應形式卻重於回應內容。

第二，危機管理人員所認知的應然面，與實際執行的回應實然面

存在一定的差距。從危機管理應該重視的層面看，回應內容是最重要

的，但管理人員的實際作為卻以回應形式為重。這個差距可能來自公

關部門意見未能被納入決策所致。公關部門意見無法付諸執行，究竟

是決策高層的危機管理知識不足、還是組織的成本考量、抑或是公關

人員迎合高層、無法堅持？這仍有待未來研究加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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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危機管理人員與資訊接收者對影響因素之看法存在差距。

網友認為社交媒體的運用重於回應內容；危機管理人員卻認為內容重

於一切。此一差距給危機管理人員的最大啟示是，深入了解資訊接收

者的認知與偏好，不能只是停留在理論或了解層次。危機管理人員必

須正視此一差距，實際採取相應行動才能更好的處理危機。

第四，影響危機溝通效果的各因素或因子的相對重要性，可能受

地域或文化差異而有所不同。以媒體選擇而論，台灣地區的媒體特性

與受眾接收訊息習慣，可能與同為華人區域的大陸或香港不同，更與

歐美地區不同，因此危機管理人員重視的媒體運用就會有所差別。危

機管理者，尤其是跨國企業更應深入了解在地公眾之偏好與習慣，擬

定更符合當地需求的危機溝通策略。

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採用AHP法探究影響危機溝通效果之各項指標，並計算相

關權重進行重要性排序，是危機傳播領域新的嘗試，雖有若干發現，

然亦有一些限制，有待未來研究加以克服：

第一，本研究施測對象為台灣500大企業公關人員，其所表達觀

點，可能與媒體記者、企業高層決策人士或資訊接收者不同。後續研

究可針對多元對象進行調查研究並比較其間之差異。

第二，本研究只探討回應內容、回應形式、媒體選擇與發言層級

等因素，其他影響危機溝通效果之因素，例如公眾類型仍有待未來研

究進一步補充。

第三，危機類型係援引SCCT之分類法，只限於三種類別。正如黃

懿慧（2016）所提：「是否存在一個可以容納各種危機類型的整合型框

架？是否可以用連續光譜的視角，而非純粹類別區分之視角來瞭解危

機類型？」這也有待未來研究努力。

第四，本研究施測對象係台灣地區公關從業人員，其結果是否適

用於其他華人地區或西方社會亦應探究，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針對其他

華人地區或歐美地區進行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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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研究雖以郵寄問卷的方式進行實驗，但研究者進行實驗

過程中曾一再與受測者電話聯繫，告知其填答問卷的必要程序與注意

事項，實驗的效度應能維持一定水準。但畢竟非在實驗室裡的環境施

測，實驗的效度仍值得商榷。未來研究應考慮現場施測方式，以確保

研究結果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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